
书书书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双月刊) 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213 期)

收稿日期: 2018 － 09 － 08; 修回日期: 2018 － 10 － 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773047) ;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8EYA004 ) ;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2ZDIXM025) ;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KYCX17_1112)

作者简介: 李杏( 1971— ) ，女，江苏徐州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

为国民经济; 侯佳妮( 1994— ) ，女，四川绵阳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规划。

①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 stats． gov． cn /ztjc / ztfx /ggkf40n /201809 / t20180910_1621829． html) 。

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的经验研究

李 杏，侯佳妮

(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下独特的制度环境，利用世界银行 2012 年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微观数据，从学

历结构和性别结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分配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

明，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性别结构的作用则不明显; 制度环

境方面，非正常支付削弱了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正面影响，而政府干预、法律保护程度

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未发挥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更为明

显。为此，需进一步增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供给，营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进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分配对服

务业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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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的产业发展方式进入重大战略调

整期，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 年服务业比重上升至 51. 6% ①，成为经济

增长主动力。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通过持续的创新以提升核心能力来追求产出的长期增长，是一个国

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民高品质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的前提。党的十九大明确提

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在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研究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理

论［1］。但人力资本具有内在的异质性，不同性别和学历的人力资本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也存在区别。
同时，理性的企业家会根据经济环境来权衡各种经济活动的收益和成本，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作

为对现有制度环境的一种回应［2］。服务业具有典型的制度密集型特征，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特殊的转型

经济的制度环境下，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管制的独特性，因此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人力资本对服

务业企业创新的效果。那么，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有何关系? 这种关系是否会受到制度环境

的影响?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为人力资本如何有效促进服务业创新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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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在制度环境、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文献的

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及其内部影响机制。Nelson and
Phelps［3］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世界前沿技术扩散和收敛的重要因素，较高的人力资本水

平可以促进一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利用。Grossman and Maggi［4］、Grossman and Helpman［5］的研究结果显

示若两国技术相同而人才分配不同，那么两国中拥有更多异质性劳动力的国家将倾向出口以人力资本替代

性为特征的商品并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目前学界关于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制造

业。其中部分文献分别从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的角度探讨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学历结构方面，

Foster and Ｒosenzweig［6］从微观角度入手的研究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在采纳和利用新技术方面具有相

对优势。Vandenbussche et al．［7］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而非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是技术

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性别结构方面，Weick［8］认为性别差异有助于创新，它可以使管理者们在无论意见是

否统一的情况下更有效率地达成共同目标。此外，曾萍和邬绮虹［9］、陈宝杰［10］、李长娥和谢永珍［11］都以中

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女性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曾萍和邬绮虹［9］和陈宝杰［10］认为

女性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长娥和谢永珍［11］却发现女性董事对公司技术创新没有显

著影响，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女性董事与公司创新投入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二是关于制度环境对企

业创新的重要作用。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府、市场等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因素［12］，通常通过作用于创新

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现有文献大多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作为代理变量考察制度环境

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关系，但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Sakakibara and Branstetter［13］以单一国家为样本，发现

加强专利保护力度对创新所起的激励作用很小，陈国宏和郭弢［14］利用我国 1991—1996 年的统计数据也得

出了相似结论。但李慧［15］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自主创新产出收益。
现有文献考察了制度环境、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提供了广泛的经验证据，但仍然存在

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在研究主题方面，多数文献仅探讨了单一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少关

注不同类型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如政治制度、政府干预程度以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第二，在理论分析方面，鲜有学者将人力资本的性别结构和学历结构同时纳入一个整体框

架来分析人力资本分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未探究制度环境与人力资本如何共同作用于企业创新。
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大部分文献都是围绕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对象以制造业为主，针对微观企业的

研究则较少。然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具有内在的异质性，不同类型的企业受人力资本的影响不尽相

同。尤其是服务业企业比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人力资本约束，因而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视

角研究企业创新问题尚不充分。基于此，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强调人力资本的

异质性，将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人力资本分配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

作用，有助于理解人力资本与产出的不确定性关系; ( 2) 强调制度环境的作用，将制度环境、人力资本

分配和创新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探究不同制度环境下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关系;

( 3) 针对大部分研究从宏观层面研究该问题的现象，本文采用世界银行 2012 年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

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人力资本分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作如下安排: 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是变量

选取与数据来源; 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

人力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无疑是影

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6］，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强劲引擎。资源基础观认为，不可复制

的、有价值的、不易模仿的稀缺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并能不断提升包括创新绩效在

内的企业长期绩效。人力资本是由长期的学习和经验积累而成，掌握了核心的技能与知识，因此具有

很强的专用性，对于特定岗位或企业而言极具价值和独特性，对于其他企业则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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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茂盛和毛战宾［17］认为，要素功能和效率功能是人力资本的两大功能，要素功能是指人力资本存量

的增加会造成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产业可以获得使资源集聚到该部门的

比较优势，而效率功能是指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会通过“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诱发技术创

新，对提高生产率有积极影响。相对而言，学历更高的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技术吸收能力。由于服务

业大多具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特点，人力资本的学历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应该更为显著。据此，可提

出第一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H1a: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改善会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
据统计，2015 年我国服务业女性就业人数占比已达 43. 26% ①，且近年来不断上升，表明我国服务

业就业市场中的性别结构正在逐渐改善。李杏等［18］的研究表明，婚姻市场上的男女性别结构会对子

女性别比产生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的细心、敏锐与擅长情感表达等独特性格特征使得女性的

参与能够带来企业性别结构的改善，促进企业良好团队氛围的形成，从而有利于企业内部合作，进而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Christiansen et al．［19］的研究表明，高科技及知识密集型行业内的性别多样性对

企业生产率会产生正向影响。对于性意识发展成熟的人而言，异性带给其特定行为的促进作用会比

同性更强。同时，性别也是高管团队异质性的重要内容。Srivastava and Lee［20］认为，企业高管团队异

质性越强，其成为行业领导者而非跟随者的可能性越大，越容易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另

外，企业高管的多样性有助于匹配潜在顾客的多样性，因此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女性成员有利于企业

更好地理解市场和顾客。Hillman and Dalzie［21］的研究认为，性别多样性程度高的企业给劳动力市场

和产品市场传递了更为积极的信号。据此，可提出第二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H1b: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性别结构的改善会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
( 二) 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

发生的，不可能脱离制度背景而独立存在［22］。在服务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围绕着提供的服务产

品进行，具有无形性、多样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更大。与工

业经济相比，服务经济要求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当前我国各种宏、微观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作为

制度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国内制度环境变革的影响，相关制度的“缺位”将成为促进

我国服务业企业创新的“瓶颈”。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是产出，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可视为两种投入要素。这两种要素不仅直接对创

新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要素质量匹配情况也会对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作为企业

的一项无形资产，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人才和企业的双向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且

学历越高、经验越多的人才往往在劳动市场上具有更大的选择权。就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情况而

言，通常来说，越是高端化的人才，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应就会越高。这种要素质量匹配性的需求主要有

两个来源: 一是需求层次的变化。越是学历高、专业性强的人力资本，其需求层次也相对较高，就越看重

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层次需求。若没有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不能被满

足，就无法充分激励人力资本创新的热情，进而无法实现人尽其用。举例而言，若政府对服务业企业的干

预程度过高，难免会造成企业获取资源的自由度和渠道减少，导致企业高学历人才的流失，进一步抵消人

力资本分配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且研发产出存在技术溢出现象，容易引发同行业竞

争者的“搭便车”行为。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保护创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

使得企业能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完善人力资本分配。相反，在缺乏严格产权保护和法律制度的环境中，由

于市场信息不充分和竞争机制失效，人力资本分配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但无法从制度

非完善市场得到有效反馈，而且还可能遭受竞争对手“搭便车”行为带来的损害，使得人力资本分配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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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据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说:

H2a: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
H2b: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人力资本分配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企业创新。衡量企业创新活动通常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考虑，前者

一般用研发支出衡量，后者一般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考虑数据可得性并参考许和连和成丽红［23］

的研究，本文以调查问卷中“企业在 2011 年是否有新产品或服务推出”和“企业的新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作为创新倾向( New_prod) 和创新绩效( lnInno_rev) 的代理变量，从产出角度

衡量企业创新。
2． 核心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分配。本文从学历和性别两个角度分别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分配特

征，前者一般以受教育年限［24］或者学历程度［25］表示，后者一般以女性员工占全体员工人数的比例表

示［26］。考虑到服务业的从业特征，本文选取问卷中完成高中教育及以上的员工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 lnH_high) 来衡量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并取自然对数。性别结构方面，采用对数化的女性员工比例

( lnH_female) 这一指标来衡量。
3． 调节变量: 制度环境。本文所研究的制度环境指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具体包括: ①政府干预

程度( Gov_reg) ，通过调查问卷中对“企业主要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和官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工作

时间的比重”的回答而得，该比重越大表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大; ②企业非正常支付( Infor_
pay) ，通过调查问卷中“企业向政府官员的非正常支付占年销售额的比重”进行衡量，该比重越大表示

企业行贿腐败的程度越高; ③法律保护程度( Leg_envir) ，通过调查问卷中“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

的运营形成障碍”进行衡量①;④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由问卷中“融资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的运营

形成障碍”进行衡量②。
表 1 变量的名称及含义

变量类型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基础指标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企业是否有创新 New_prod

新产品或服务销售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重

lnInno_rev

核心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分配
人力资本学历结构 lnH_high
人力资本性别结构 lnH_female

调节变量 制度环境

政府干预程度 Gov_reg
企业非正常支付 Infor_pay
法律保护程度 Leg_envir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控制变量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规模 lnsize
企业年龄 lnage
高管工作经验 lnexe_exp
贷款情况 loan
企业类型 own
地区 city

4． 控制变量。结合许和连和成丽

红［23］的研究，本文将企业规模、企业

年龄、高管工作经验、企业贷款情况和

企业类型纳入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地

区因素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本文还

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其中: 企业规模

( lnsize) ，使用对数化的员工人数来表

示; 企业年龄 ( lnage) ，采用对数化的

观测年度与企业开始经营年度之差来

衡量; 高管工作经验( lnexe_exp) ，根据

调查问卷中“高管有多少年的工作经

验”获得，并取自然对数; 企业贷款情

况( loan) ，利 用 调 查 问 卷 中“企 业 在

2011 年度是否有银行贷款”，有取 1，

反之取 0; 企业所有制类型( own) ，按

照我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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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2012 年的问卷调查中对“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的运营形成障碍”进行打分，从 0 到 4 表示无阻碍到严重阻碍。本文分别

用 100%、80%、50%、20%、0%来替换，数值越大表示企业受法律保护程度越高。
在 2012 年的问卷调查中“融资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的运营形成障碍”进行打分，从 0 到 4 表示无阻碍到严重阻碍。本文分别用

100%、80%、50%、20%、0%来替换，数值越大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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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股份占比大于 25%的企业属于外资企业，将内资企业按照股份大小划分为国有、民营和其他，将

上述四种所有制形式的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city) ，若企业处于一线城市则取 1，反

之取 0。本文主要变量的名称及含义如表 1 所示。
( 二) 数据来源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指标 mean sd min p50 max

创新倾向 New_prod 0． 46 0． 50 0 0 1
创新绩效 Inno_rev 0． 14 0． 21 0 0 1

人力资本学历结构 H_high 74． 58 27． 28 0 80 100
人力资本性别结构 H_female 0． 40 0． 21 0 0． 38 1

政府干预程度 Gov_reg 1． 46 6． 29 0 0 100
企业非正常支付 Infor_pay 0． 16 1． 55 0 0 30

法律保护程度 Leg_envir 0． 95 0． 10 0． 20 1 1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0． 87 0． 16 0． 20 1 1

企业规模 lnsize 16． 09 1． 72 4． 61 15． 96 23． 03
企业年龄 lnage 7． 60 0 7． 54 7． 60 7． 61

高管工作经验 lnexe_exp 2． 64 0． 48 0． 69 2． 71 3． 91
贷款情况 loan 29 3． 67 0 14 52

企业类型

state 0． 07 0． 26 0 0 1
foreign 0． 03 0． 16 0 0 1
private 0． 84 0． 37 0 1 1

地区 city 0． 34 0． 16 0 0 1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2 年

世界银行联合中国国家统计局

对中国企业开展的“China En-
terprise Survey”统 计 调 查。该

调查涵盖中国 25 个城市共计

1000 家 服 务 业 企 业 2009—
2012 年期间的相关数据，内容

涉及运输、批发、零售等 7 个行

业。本文删除了所涉及变量存

在数据值异常或缺失的样本，

并剔除了员工数小于 5 的样本

企业①，样本总量为 927。表 2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企

业创新倾向的均值为 0. 46，标

准差为 0. 50，这说明对样本企

业而言有 46%的概率推出新产

品或服务，且企业之间差异较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服务业企业总体进行创新的意愿和倾向有待提

高; 创新绩效的均值为 0. 14，这说明，平均而言，服务业企业推出的新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收入只占总收

入的 14%，由此可见创新绩效水平较低; 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均值为 74. 58，标准差为
27. 28，表明样本内服务业企业完成了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员工占比为 74. 58%，但是企业之间差异较

大，这可能是由于服务业种类繁多，企业对员工学历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人力资本性别结构的均值为

0. 40，标准差为 0. 21，这说明，平均而言，服务业企业女性员工占总人数的比重为 40%，但各企业之间

差异较大。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 一) 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 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为检验假设 H1a 和 H1b，构建如下模型( 1) 和( 2) ，考察人力资本分配对服

务业企业创新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New_prodi = β0 + β1 lnH_highi + β2 lnH_femalei + β3Xi + μi ( 1)

lnInno_revi = β0 + β1 lnH_highi + β2 lnH_femalei + β3Xi + μi ( 2)

其中，New_prodi 代表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倾向，lnInno_revi 表示服务业企业的创新绩效。解释变量
lnH_highi 和 lnH_femalei 分别表示服务业企业的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系数 β1 和 β2 分别衡量企业人

力资本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X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
高管工作年限、贷款情况、地区和企业类型。另外，由于服务业企业创新倾向 New_prodi 为二值变量，

因此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同时，考虑到在以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lnInno_revi 为因变量的情况下

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影响，因此采用 Heckman 两阶段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将竞争强度 competit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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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涉及服务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测算，而在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估计中，学者们一般剔除了从业人员小于 10 的样本企业，但

考虑到服务业企业规模要小于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因此，本文只剔除了从业人员小于 5 的样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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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识别变量，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人力资本分配与企业创新

因变量:
服务业企业创新

New_prodi lnInno_revi

( 1) ( 2) ( 3) ( 4)

lnH_highi 0． 006＊＊＊ 0． 005＊＊ 0． 002 0． 003
( 0． 002) ( 0． 002) ( 0． 003) ( 0． 003)

lnH_femalei 0． 002 0． 006＊＊ － 0． 007＊＊ － 0． 005*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3)
lnsizei 0． 047 － 0． 008 0． 052* 0． 049

( 0． 034) ( 0． 037) ( 0． 031) ( 0． 031)
lnagei － 0． 006 0． 018 － 0． 018 － 0． 016

( 0． 049) ( 0． 049) ( 0． 051) ( 0． 052)
lnexe_expi 0． 106 0． 186 － 0． 383＊＊＊ － 0． 369＊＊＊

( 0． 111) ( 0． 117) ( 0． 113) ( 0． 120)
loani 0． 659＊＊＊ 0． 069

( 0． 134) ( 0． 187)
owni Yes Yes Yes Yes
cityi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1． 668＊＊＊ － 0． 538 3． 525＊＊＊ 2． 811＊＊＊

( 0． 604) ( 0． 708) ( 0． 845) ( 0． 823)

样本量 599 587 586 586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表 4 内生性分析

因变量:
服务业

企业创新

New_prodi lnInno_revi

( 1) ( 2) ( 3) ( 4)

lnH_highi 0． 013＊＊＊ 0． 012＊＊＊ 0． 011＊＊＊ 0． 009＊＊

( 0． 004) ( 0． 004) ( 0． 004) ( 0． 004)
lnH_femalei 0． 009 0． 012 0． 010 0． 011

( 0． 008) ( 0． 008) ( 0． 009) ( 0． 009)
lnsizei 0． 036 － 0． 018 － 0． 008 － 0． 016

( 0． 036) ( 0． 036) ( 0． 038) ( 0． 037)
lnagei 0． 004 0． 027 0． 032 0． 017

( 0． 050) ( 0． 051) ( 0． 050) ( 0． 050)
lnexe_expi 0． 113 0． 158 0． 185 0． 193*

( 0． 112) ( 0． 112) ( 0． 113) ( 0． 115)
loani 0． 762＊＊＊ 0． 738＊＊＊ 0． 746＊＊＊

( 0． 140) ( 0． 146) ( 0． 147)
owni Yes Yes Yes Yes
cityi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2． 383＊＊＊ － 1． 899＊＊ － 1． 168 － 1． 011
( 0． 811) ( 0． 759) ( 0． 815) ( 0． 785)

样本量 599 587 586 586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结果显示，一方面，在以新产品

生产为因变量衡量服务业企业创新

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影

响系 数 在 ( 1 ) 、( 2 ) 列 中 分 别 为
0. 006 和 0. 005，差异不大且显著，

说明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改善能明

显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人力资本

性别结构的系数也为正，且在第( 2)

列中显著，说明人力资本性别结构

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创新有

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以新产品

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指标衡量

服务业企业创新的情况下，人力资

本学历结构的估计系数仍为正但并

不显著，说明服务业企业人力资本

学历结构的改善对于企业创新绩效

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

为样本企业中餐饮和酒店业的服务

业企业数量占据了约 16% 的比重，

对于这类劳动力密集型的生活性服

务业，对学历程度较低的劳动力需

求比生产性服务业更大。学历程度

较高的员工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

从而降低企业通过推出新产品或服

务可获得的利润，使得总样本表现

出学历结构的优化不会明显提高服

务业企业创新绩效的特点。人力资

本性别结构的 影 响 系 数 为 负 且 显

著，说明对于样本总体而言，女性人

数比例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服务业企

业创新绩效的增长，可能的原因包

括以下两点: 首先女性较为惧怕竞

争性环境，而服务业尤其是女性相

对集中的生活性服务业又是竞争激

烈的行业，因此女性的表现可能相

对低效; 其次，对于管理层而言，根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女

企业家发展报告”，女企业家在进一

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

受教育水平的局限。50% 的受调查

者表示缺乏现代管理知识，而 28%
的受教育者表示缺乏专业领域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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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知识。因此，女性人数的增加可能降低人力资本的平均学历，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负面

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在( 1) 、( 2) 和( 4) 列中均不显著，且系数的符号也不一致，说

明企业规模对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倾向和创新绩效的影响都不确定。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规模会对服务

业企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企业规模越大，实力越雄厚，可用于新产品研发和设计的资源越多，此

时企业规模对创新产生正面影响; 二是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出现人员冗余、机构庞杂和效率低下的

情况，灵活性也较差，因此企业规模也可能对创新造成负面影响。还可以看到，企业年龄的估计系数

均不显著，说明企业年龄并未对创新倾向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内部行业

存在异质性，对于一些前期投入较大的行业，如交通运输服务业等，成立时间长的企业由于积累了较

多经验和技术，越有可能创新。但对于那些前期投入成本较小的行业，如 IT 行业，成立时间较短的企

业反而更愿意进行新产品开发，利用新产品和新技术抢占市场份额。因而对于不同的服务业行业，企

业年龄的影响会存在差异。第( 3) 、( 4) 列的结果显示，高管工作年限的影响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企

业高管的工作时间越长，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能越差。这可能是由于管理人员工作时间越长，更关注企

业经营的稳健性，创新的动力不足，而且在创新过程中容易出现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情况，导致创新

行为的低效。
当然，上述验证假设 H1a 和 H1b 可能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约束问题，即衡量企业人力资本分配的

变量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由于 Heckman 模型已经考虑了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因

此着重分析服务业企业创新倾向与人力资本分配的内生性问题。结合以往研究中对内生性问题的解

决方法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企业内员工技术使用情况作为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工具变量，

选取 2011 年企业新招聘的女性职工人数比作为人力资本性别结构的工具变量对样本进行估计，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力资本分配与企业创新的内生性问题后，一方面，人力资本学

历结构的系数仍为正且显著，但大于表 3 的结果，说明初步分析时低估了学历结构对企业创新倾向的

影响;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性别结构的系数均为正，但不再显著，说明性别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

著内生性，二者的关系不明确。
( 二) 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 实证分析

为验证假设 H2a 和 H2b，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3) 和( 4) :

New_prodi = β0 + β1 lnH_highi + β2 lnH_femalei + β3 Instii + β4 Instii × lnH_highi + β5 Instii ×
lnH_femalei + δXi + μi ( 3)

Inno_revi = β0 + β1 lnH_highi + β2 lnH_femalei + β3 Instii + β4 Instii × lnH_highi + β5 Instii ×
lnH_femalei + δXi + μi ( 4)

其中，New_prodi 代表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倾向，lnInno_revi 表示服务业企业的创新绩效。解释变量
lnH_highi 和 lnH_femalei 分别表示服务业企业的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系数 β1 和 β2 分别衡量企业人力

资本学 历 结 构 和 性 别 结 构 对 企 业 创 新 的 影 响。Instii 是 用 来 表 示 制 度 环 境 的 调 节 变 量。
Instii* lnH_highi 和 Instii* lnH_femalei 分别代表制度环境与学历结构、制度环境与性别结构的交叉

项，衡量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分配和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X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
业年龄、高管工作年限、贷款情况、地区和企业类型。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结果显示，对于政府干预程度、企业非正常支付、法律保护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四个指标来说，只

有当企业非正常支付作为制度环境变量时，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学历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有调节

作用。可以看到，第( 2) 列中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非正常支付能增强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对企业创

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但第( 6) 列中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非正常支付会抑制学历结构对企业创新绩

效的影响。由于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寻租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企业寻求创

新和变革、打破藩篱的局面，因此企业非正常支付越多，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

用越明显。但由于非正常支付对企业而言是一种隐形成本，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不利影响，因此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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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支付对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同时结果也显示，对于政府干

预程度、法律保护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制度环境调节变量而言，其对人力资本分配与企业创新的调

节作用都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样本的服务业企业包含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对

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来说，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差异，而对样本整体的回归分析结果掩

盖了这种差异性。

表 5 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

因变量:
服务业企业创新

New_prodi lnInno_revi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Gov_reg Infor_pay Leg_envir Finance Gov_reg Infor_pay Leg_envir Finance

lnH_highi 0． 006＊＊ 0． 005＊＊ 0． 008 0． 004 0． 003 0． 003 0． 003 0． 004
( 0． 002) ( 0． 002) ( 0． 022)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18) ( 0． 003)

lnH_femalei 0． 006* 0． 007＊＊ － 0． 025 0． 008* － 0． 004 － 0． 006＊＊ 0． 000 － 0． 007＊＊

( 0． 003) ( 0． 003) ( 0． 030) ( 0． 004) ( 0． 003) ( 0． 003) ( 0． 024) ( 0． 003)
Instii 0． 009 0． 090 － 2． 884 － 0． 891 0． 002 0． 208 0． 083 － 0． 193

( 0． 014) ( 0． 166) ( 2． 284) ( 0． 648) ( 0． 007) ( 0． 137) ( 2． 023) ( 0． 514)
Instii* lnH_highi － 0． 003 0． 012* － 0． 003 0． 001 － 0． 001 － 0． 019＊＊＊ － 0． 001 － 0． 001

( 0． 003) ( 0． 006) ( 0． 023) ( 0． 003) ( 0． 003) ( 0． 007) ( 0． 019) ( 0． 003)
Instii* lnH_femalei － 0． 001 － 0． 003 0． 032 － 0． 003 － 0． 004 0． 002 － 0． 005 0． 003

( 0． 004) ( 0． 003) ( 0． 031) ( 0． 005) ( 0． 005) ( 0． 004) ( 0． 026) ( 0． 005)
lnsizei － 0． 010 － 0． 013 － 0． 007 － 0． 011 0． 0430 0． 050* 0． 050 0． 054*

( 0． 037) ( 0． 037) ( 0． 038) ( 0． 037) ( 0． 030) ( 0． 030) ( 0． 031) ( 0． 030)
lnagei 0． 008 0． 017 － 0． 005 0． 011 － 0． 0250 － 0． 020 － 0． 0220 － 0． 019

( 0． 050) ( 0． 049) ( 0． 050) ( 0． 049) ( 0． 051) ( 0． 051) ( 0． 052) ( 0． 051)
lnexe_expi 0． 207* 0． 166 0． 198* 0． 190 － 0． 342＊＊＊ － 0． 367＊＊＊ － 0． 371＊＊＊ － 0． 381＊＊＊

( 0． 118) ( 0． 117) ( 0． 118) ( 0． 117) ( 0． 122) ( 0． 117) ( 0． 123) ( 0． 117)
loani 0． 694＊＊＊ 0． 710＊＊＊ 0． 688＊＊＊ 0． 635＊＊＊ 0． 0960 － 0． 005 0． 041 0． 087

( 0． 138) ( 0． 136) ( 0． 138) ( 0． 137) ( 0． 195)
own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1． 718＊＊＊ － 0． 592 3． 735＊＊＊ 2． 711＊＊＊ － 2． 383＊＊＊ － 1． 899＊＊ － 1． 168 － 1． 011
( 0． 604) ( 0． 708) ( 0． 845) ( 0． 823) ( 0． 811) ( 0． 759) ( 0． 815) ( 0． 785)

样本量 599 599 599 599 586 586 586 586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

( 三) 考虑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

由于样本企业存在异质性，因此人力资本分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也会有所

差异。为进一步分析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

业，考察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分配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根据国务院 2015 年颁布的《生

产性服务业分类( 2015) 》，将除住宿和餐饮行业外的其余 6 个子行业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住宿和餐饮

行业定义为生活性服务业。模型设定如( 3) 、( 4) 所示。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对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而言，在调节人力资本分配和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方面，政府干预程度和企业非正常支付都起到

了一定作用。首先，第( 1) 列的结果显示，学历结构的系数、学历结构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分别

为 0. 008( 显著) 和 －0. 008( 显著) ，说明政府干预程度对学历结构与企业创新倾向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

负向调节作用，即政府干预程度越大，人力资本学历结构的改善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弱。性别

结构的系数、性别结构与政府干预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0. 003( 不显著) 和 0. 013( 显著) ，说明政府干

预程度也会对性别结构与企业创新倾向的关系产生显著调节作用，但此时性别结构的系数不再显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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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判断调节作用的方向。第( 2) 列的结果显示，在企业非正常支付作为制度环境的变量时，性别结构及

其与非正常支付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 0. 009( 显著) 和 0. 028( 显著) ，说明企业非正常支付会对性别结构

与企业创新倾向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进行的非正常支付越多，性别结构对企业创新行为的

促进作用越强。企业进行非正常支付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获取某种额外的利益和便利，也有可能是为了政

府招标的项目和工程，因此企业在进行了非正常支付以后便会减少对某些风险的考虑和防范，有更多创

新的动力。从( 5) ～ ( 8) 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在调节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创新绩效方面，只有企业

非正常支付起到了一定作用。第( 6) 列的结果显示，学历结构和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 0. 004( 不显著) 和

－0. 016( 显著) ，说明企业非正常支付对学历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但由于此时学

历结构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无法判断该种调节作用是增强还是抑制。

表 6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回归结果

因变量:
服务业企业创新

New_prodi lnInno_revi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Gov_reg Infor_pay Leg_envir Finance Gov_reg Infor_pay Leg_envir Finance

lnH_highi 0． 008＊＊＊ 0． 006＊＊ 0． 015 0． 004 0． 004 0． 004 0． 014 0． 006*

( 0． 003) ( 0． 003) ( 0． 025)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20) ( 0． 004)

lnH_femalei 0． 003 0． 009＊＊＊ － 0． 047 0． 011＊＊ － 0． 003 － 0． 005 － 0． 024 － 0． 007*

( 0． 004) ( 0． 003) ( 0． 033) ( 0． 005) ( 0． 004) ( 0． 003) ( 0． 027) ( 0． 004)

Instii 0． 009 － 0． 039 － 3． 074 － 0． 724 0． 003 0． 266* 0． 360 0． 093
( 0． 013) ( 0． 186) ( 2． 482) ( 0． 687) ( 0． 007) ( 0． 140) ( 2． 213) ( 0． 512)

Instii* lnH_highi － 0． 008＊＊＊ － 0． 004 － 0． 010 0． 001 － 0． 001 － 0． 016＊＊＊ － 0． 011 － 0． 002
( 0． 003) ( 0． 008) ( 0． 027) ( 0． 003) ( 0． 003) ( 0． 006) ( 0． 022) ( 0． 003)

Instii* lnH_femalei 0． 013＊＊ 0． 028* 0． 059* － 0． 004 － 0． 003 － 0． 002 0． 021 0． 003
( 0． 006) ( 0． 017) ( 0． 034) ( 0． 003) ( 0． 006) ( 0． 006) ( 0． 030) ( 0． 005)

lnsizei － 0． 018 － 0． 029 － 0． 016 － 0． 023 0． 024 0． 032 0． 032 0． 032
( 0． 039) ( 0． 038) ( 0． 040) ( 0． 039) ( 0． 030) ( 0． 030) ( 0． 030) ( 0． 030)

lnagei 0． 034 0． 038 0． 009 0． 022 － 0． 025 － 0． 021 － 0． 010 － 0． 014
( 0． 053) ( 0． 052) ( 0． 053) ( 0． 052) ( 0． 051) ( 0． 049) ( 0． 051) ( 0． 051)

lnexe_expi 0． 118 0． 092 0． 108 0． 103 － 0． 299＊＊ － 0． 321＊＊＊ － 0． 341＊＊＊ － 0． 328＊＊＊

( 0． 128) ( 0． 128) ( 0． 128) ( 0． 128) ( 0． 122) ( 0． 117) ( 0． 121) ( 0． 123)

loani 0． 701＊＊＊ 0． 739＊＊＊ 0． 701＊＊＊ 0． 649＊＊＊ 0． 122 0． 027 0． 079 0． 083
( 0． 152) ( 0． 149) ( 0． 150) ( 0． 149) ( 0． 194) ( 0． 185) ( 0． 216) ( 0． 155)

own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0． 531 － 0． 705 2． 299 0． 151 2． 994＊＊＊ 3． 098＊＊＊ 2． 558 2． 664＊＊＊
( 0． 748) ( 0． 744) ( 2． 496) ( 1． 033) ( 0． 805) ( 0． 738) ( 1． 942) ( 0． 911)

样本量 485 485 485 485 484 484 484 484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使用樊纲等［27］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及其二级指

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法律制度环境”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下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标

作为服务业企业注册所在省市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各项指标得分越高代表制度环境越好。稳健性

检验结果与上文实证结论基本一致，表明利用不同的变量作为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时，各检验结果是

基本稳健的，说明本文的假设检验结果具有普遍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 2012 年发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人

力资本分配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在该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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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分配对服务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学历结构和性别结构的改善可以有效促进企

业进行创新。进一步地，考虑到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服务业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差异性，本文重点考

察了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分配与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分配改善所带来的创新

行为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但该种调节效应会受到企业类型的制约。其中，企业非正常支付对人力资

本学历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而言，制度环境的调

节作用更为明显。其中政府干预程度明显削弱了学历结构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倾向的促进作

用，而非正常支付则加强了性别结构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倾向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随着我国目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人力资本

投资政策的制定要综合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要努力培养专业化人

才，尤其是高端研发和技能型人才。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问题较为突出，高端研发人才和技能人才短

缺成为中国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最大掣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实现教育资源和机会

的均等化，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内容，也是培育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关键步骤; 第二，增加有利于创新

的制度供给，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构建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市场监管体系，减少政府利

用计划、项目和考核等直接干预企业创新决策，发挥市场在引导创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

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三，优化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性别结构，发挥男女劳动者的互补及分工效应，

充分释放人力资本潜能，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行为的发生和创新绩效的提升。
然而，本文的研究也不尽完善。由于服务业相对其他行业在统计和数据方面的不足，文章使用的

是截面数据，所选取的服务业微观企业样本量相对较少，从而导致本文的结论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研

究可选择更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微观样本，以更全面地探析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分配与服务业企业

创新之间的关系; 同时，更深入地研究这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甄别生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

的异同和地区差异，有利于进一步全面考察人力资本作用于我国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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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of Service Enterprises :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Services Enterprises from World Bank

LI Xing，HOU Jian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iqu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on innovation of services enterprise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gender structure，by employing Chinese services enterprises data from World Bank in 201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can promote positively the innovation of serv-
ice enterprises，but the gender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exerts little impact．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bnormal
payment has weaken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structure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ervice enterpri-
ses，whil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the degree of legal protection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ve not played a
regulating rol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gulatory rol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producer serv-
ice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and create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thu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distribution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service enterprise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innovation of services enterprises; regulato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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